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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将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区 （县、市）数据进行匹配，

研究了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强度较高，健康医疗和社会

保障两个维度的相对贫困是主要原因；多维相对贫困强度的上升显著抑制了农民工的城市

永久迁移意愿；多维相对贫困对跨省流动、较高收入、短期流动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的抑制作用更强，且会更加抑制有劳动合同、自雇、老一代和为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目

的而留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作用机制表明，城市认同中的身份认同在多维

相对贫困抑制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中发挥中介作用，多维相对贫困未通过地域认同抑

制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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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农民工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群体，其向城市永久迁移则是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微观基础。满足农民工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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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

示，２０２１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２９２５１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１７１７２万人。为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①，２０２１年４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 〈２０２１年新

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 （发改规划 〔２０２１〕４９３号）明确提出，

“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质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然而，根据２０１８年中国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不到４０％，即使是在工资水平较高和

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大城市，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也仅为６２６％，从而出现大规

模农业劳动力暂时性迁移至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但未选择永久性迁移的 “流而不迁”现

象。因此迫切需要就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行为及相关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迁移的原因。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诉求与需求格局呈现多元化，托

达罗 （Ｔｏｄａｒｏ）模型无法完全解释劳动力迁移的复杂诱因 （何微微、胡小平，２０１７）。

相比之下，新迁移经济学中相对贫困假说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提供了新的解释。

该假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暂时性迁移可能是为了缓解个人或家庭相对于参照系

（例如村庄）中其他个人或家庭的收入相对贫困 （Ｓｔａｒｋ，１９８４；Ｓｔａｒｋ＆Ｙｉｔｚｈａｋｉ，

１９８８）。然而，当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与居住后，与城市居民的联系不断加强可能

使其将城市居民作为新的参照系替代原村庄参照系。受制度和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的制约，参照系的转换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可能在生活条件、健康医疗、社

会保障等多个维度存在相对贫困。

那么，当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后，其多维相对贫困的状况如何？多维相

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存在什么影响？不同特征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受

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其作用机制又如何？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厘清农民

工城市永久迁移的内在机理以及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破除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

的阻碍，进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关于迁移的早期经济学研究，大多是基于 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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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称农民工。



行的。该假说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视为其对城乡之间存在的预期收入差距做出的

反应，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动因主要是迁移对个人或家庭收入的潜在贡献。

然而，即使在预期目的地和迁出地工资收入没有差别的情况下，迁移也可能存在。新

古典主义模型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不正确的信息或迁移中的 “羊群”行为导致迁出地

的个人高估了在目的地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存在 “过度迁移” （Ｂａｕ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ＲｉｖｅｒａＢａｔｉｚ，１９８６）。

相比之下，相对贫困假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可能主要是为了改善个人

或家庭相对于参照系群体 （例如村庄）中其他个人或家庭的相对收入状况 （Ｓｔａｒｋ，

１９８４；Ｓｔａｒｋ＆Ｙｉｔｚｈａｋｉ，１９８８；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７）。经验证据表明，控制初始绝对收入和预

期迁移后收入，村庄参照系群体中家庭的初始相对贫困对迁移起着重要作用，家庭成

员或个人参与国际或国内迁移的倾向与家庭的初始相对贫困直接相关 （Ａｎｔｉｎｙａｎ＆

Ｃｏｒａｚｚｉｎｉ，２０１８；Ｑｕｉｎｎ，２００６；Ｓｔａｒｋ＆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Ｓｔａｒｋ＆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绝对收

入差距假说下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对于中国目前出现的迁移现象的确具有一般化的解释

力，但也难以解释宏观层面中国不同地域之间劳动力迁移的结果以及微观层面不同收

入水平家庭的迁移决策，改善所在村庄内的收入相对贫困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到

城市就业的动因 （蔡窻、都阳，２００２）。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后，虽然在绝对收入上相较于在原村庄时有所提高，但受低人

力资本、户籍制度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约束，其较难在城市中获得充分的公共服务，

劳动权益保障也存在缺失；同时在城市中购房和居住成本较高，农民工大多没有固定

的住所或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居住条件较差 （李晓阳等，２０１５；王晓峰、温馨，

２０１７）。农民工公共服务获取能力也对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存在影响。公共服务获取能

力强的农民工，其个人或家庭成员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越多，同时也进一步使其子

女教育支出减少和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增加，从而在城市中支付的医疗、教育方面的额

外成本较少 （刘金凤、魏后凯，２０１９）。由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居住条件、劳

动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其可能仅将

进城务工作为增加收入的一种策略，而非永久迁移至城市，从而出现 “流而不迁”的

候鸟式迁移现象 （李晓阳等，２０１５；张开志等，２０２０）。

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除了受其人力资本、居住条件、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等

客观因素影响，还受其在城市中感受到的歧视、心理压力、群体间相对经济剥夺等个

体主观因素的影响 （蔡禾、王进，２００７；胡军辉，２０１５）。除上述主观因素外，农民工

的城市认同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也具有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在讨论农民工城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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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关注的是对其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即拥有农村户口的个体并不认同先赋的农村

人身份，而在心理层面更加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钱龙等，２０１９）。研究发现，农民工的

身份认同会影响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及就业行为 （卢海阳、梁海兵，

２０１６），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需要构建其城市身份认同 （钟涛，２０１９），因此城市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向城市永久迁移具有重要作用 （李飞、钟涨宝，

２０１７）。但除了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之外，有学者认为城市认同还包括农民工是否对城市

这一生活空间具有归属感即城市空间认同 （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而这种空间上的认

同能够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金晓彤等，２０１７），从而对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三方面。第一，从参照系替代出发，探究以城市居民作

为参照系下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对不同特征农民

工的异质性影响。既有研究在讨论相对贫困对农民工迁移的影响时，大多关注农民工

相对于原村庄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对农民工向城市暂时性迁移的影响，尚未探究参照

系替代后的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向城市永久性迁移的影响。

第二，将城市居民中位数作为多维相对贫困的参照值，采用比值法测算农民工多

维相对贫困强度。以往文献在进行农民工贫困测度时，往往采用对测度指标单一划线

的方式衡量农民工在某一指标上是否贫困，对不同地区之间贫困差异反应的灵敏度不

高，同时也无法体现农民工相较于城市居民相对贫困的强度。本文采用农民工所在城

市居民的中位数指标作为参照值，利用相对贫困指标中城市居民中位数与农民工取值

的比值，构建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强度，是对现有农民工贫困

测度方法的有益补充。

第三，以城市认同为中介，探究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作用

机制。现有研究大多讨论农民工的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其城市永久迁移的影响，本文将

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城市的空间认同 （本文称地域认同）一并归为城市认

同，将其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城市认同在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影

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农民工贫困治理和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决策参考。

三　理论分析

从农民工相对贫困参照系转变出发，本文进行如下理论分析。农民工缓解其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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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居民作为参照系下的收入相对贫困是迁移的动因，然而，参照系并非固定不变。

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与居住后，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其可能会将城市居民

作为新的参照系 （袁癑等，２０２１）①。由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虽然绝对经济

收入与其在农村时相比有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可能仍然存在差距，加之户

籍制度影响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其收入稳定性与公共服务可及性较低 （郭君平等，

２０１８）。此外，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民工岗位获得尤其是进入国有企业就业仍存在明显

障碍 （卢晶亮等，２０２１）。因此，当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后，其在收入、健

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多个维度上可能存在相对贫困。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状况比全国平均和城市劳动力更高，其中收入与教育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

（王春超、叶琴，２０１４）。同时，农民工在消费水平、居住条件、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

育等维度也容易陷入贫困 （王美艳，２０１４）。

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可能会抑制其城市认同 （包括

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城市地域的认同），进而影响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一方面，

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提高，意味着农民工在涉及城市生活

的多个方面 （收入、健康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险、工作保障等）相较于城市居民

的获得性较差，使其对自身与城市居民之间差距的感知更加强烈，从而对自己外来人

口身份的认知更加坚定，进而可能抑制其城市人身份认同。同时，因农民工非正式就

业和无固定住所或居住环境较差，难以稳定享受职业教育、社区关怀和社会福利等城

市公共服务，导致其在城市的体验感较差，进而可能抑制其城市地域认同。农民工城

市人身份认同和城市地域认同受到抑制可能导致其对城市的排斥感进一步加强，从而

降低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中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福利保障和便利的生活服务，

当农民工将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后，可能会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随着自身财富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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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在将城市居民作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参照系时，并没有准确界定农民工是否会发生

参照系转变。原因在于，本文在测度多维相对贫困时所使用的指标都是客观指标，因此无论

农民工本身的参照群体是谁，其在城市中所处的多维相对贫困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加之随着

流动时间的增加，农民工参照系可能从迁出地向迁入地转变。事实上，学界目前尚未确定全

面严谨的参照系识别方法，无论是开放式访谈法、结构性访谈法抑或是实验法，都存在一定

的局限。综上所述，本文将城市居民是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参照系作为研究的前提，旨在

研究农民工客观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异

质性，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会资本的不断积累，能够进一步获得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活设施，当存在多维相对贫困

时，可能不会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而是对城市更加向往，从而提高对城市人的身份认

同和地域认同。有较高城市认同的农民工会有更高的市民化意愿，即更强的向城市永

久迁移的意愿 （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进而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

意愿的抑制作用。

农民工并非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多维相对贫困可能因农民工自身特征不同

（就业身份、流动时间、收入、是否跨省流动、代际差异、有无劳动合同和迁移目的

等），进而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产生异质性影响。从个体异质性上看，农民工在

当前城市存在多维相对贫困时，由于其跨省流动使得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变化更大，获

得的支持相对较小，应对相对贫困的能力较低，从而更加抑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收入更高的农民工对在城市的相对贫困强度更加关注，感知也更加敏感，其城市永久

迁移意愿受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可能更强。流动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

越牢固、生活适应度相对更高，即使存在相对贫困，因其对留在城市的收益和自身对

城市公共服务可得性的理想预期，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受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可能

较小。

从群体异质性上看，相较于拥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收入的受雇和有劳动合同的农

民工，自雇和无劳动合同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受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大。相

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可能因人力资本较低和对家乡的依恋程度较高，其

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受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更强。对于为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而迁移

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因其目的性更强，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受到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

作用可能越小；但当受教育机会实际获取存在较大难度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受多

维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加明显。

四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一）测度方法

既有文献大多采用Ａｌｋｉｒｅ＆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１）提出的Ａ－Ｆ方法测度农民工多维贫困，

即对单个指标设定剥夺临界值，并通过对单个指标贫困状况进行加权求和，进而与多

维贫困临界值进行比较，观察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由于没有参照系，Ａ－Ｆ法仅能度

量农民工在每一指标上是否贫困，无法反映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强度。因此，Ａ－Ｆ方法

本质上测度的是绝对贫困。参考佟大建等 （２０２２）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测度方法，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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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比值法测度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主要思路为：首先利用比值法测算农民工在

每一指标上相对于城市居民的相对贫困强度，再通过等权重法对每一指标相对贫困强

度进行加总，得到单个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强度。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第一步，计算单一指标相对贫困强度。本文以城市居民各指标中位数与每个农民工

各指标取值的比值衡量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在每一指标上的相对贫困强度。

Ｈｍｉｊ＝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Ｕｒｂａｎｍｊ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Ｍｉｇｒａｎｔｍｉｊ
（１）

式 （１）中，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Ｕｒｂａｎｍｊ 代表ｍ城市居民在ｊ指标上的中位数，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ｍｉｊ 代表ｍ

城市农民工ｉ在ｊ指标上的取值情况。因此Ｈｍｉｊ衡量了以ｍ市居民为参照系，ｍ城市农

民工ｉ相对于城市居民在ｊ指标上的相对贫困强度，Ｈｍｉｊ取值越大，则农民工ｉ相对于城

市居民在ｊ指标上的相对贫困强度越大。

第二步，计算每一维度的相对贫困强度。假设多维相对贫困强度测度指标体系中

有ｋ个维度，共ｔ个指标，在第ｓ个维度上有 ｆ个指标 （ｓ≤ｋ且 ｆ≤ｔ），则以 ｍ城市居

民为参照系下第ｉ个农民工在第ｓ个维度上的相对贫困强度为ｐｈｍｉｓ＝
１
ｆ∑
ｆ

ｊ＝１
Ｈｍｉｊ。

第三步，计算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强度。设指标 ｊ权重为 ｗｊ，满足０≤ｗｊ≤１且

∑
ｔ

ｊ＝１
ｗｊ＝１。记以 ｍ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第 ｉ个农民工在 ｊ指标上的加权相对贫困强度

Ｐｍｉｊ＝Ｈｍｉｊ×ｗｊ，以 ｍ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第 ｉ个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强度为

ｐｗｍｉ＝∑
ｔ

ｊ＝１
Ｐｍｉｊ。

（二）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选择及说明

参照已有农民工多维贫困测度文献 （郭君平等，２０１８；王春超、叶琴，２０１４），结

合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数据中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

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支出４个维度共９个指标①，并以城市居民相关指标的中

位数作为参照值测度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②。具体指标及说明如表１所示。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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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既有文献大多将收入作为相对贫困测度的指标。本文之所以用支出进行测度，是因为目前在

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其经济收入并非处于较低地位，但出于家庭因素

在城市中会选择 “节衣缩食”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采用支出作为

与城市居民的比较指标。

之所以没有如既有文献选择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参照值，是因为本文认为如果采用中位数

的一定比例，会先验性地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距

并非如此之大。



表１　相对贫困维度、指标、参照值与权重

维度 指标 指标说明 相对贫困参照值 权重

教育 受教育年限 农民工个人受教育年限（年）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４

健康医疗

健康档案
不清楚＝１；没建，没听说过 ＝２；没建，但听
说过＝３；是，已经建立＝４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６

健康状况
生活不能自理 ＝１；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
２；基本健康＝３；健康＝４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６

医疗服务

以“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间”度量，１小时以
上＝１；３０分钟（不含）～１小时（含）＝２；１５分
钟（不含）～３０分钟（含）＝３；１５分钟以内＝４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６

健康教育 接受过健康教育的种类数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６

社会保障

是否办理社保卡
不清楚＝１；没办，没听说过 ＝２；没办，但听
说过＝３；已经办理＝４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２

参加医疗保险 参加医疗保险的种类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２

签订何种合同
不清楚＝１；未签订＝２；试用期＝３；完成一次
性任务＝４；无固定期限＝５；有固定期限＝６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１２

支出 过去一年，家庭人均月支出 家庭人均月支出（元） 城市居民中位数 １／４

　　注：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 ＝０，小学 ＝６，初中 ＝９，高中／中专 ＝１２，大学专科 ＝１５，大学本科 ＝１６，研究
生＝１９；健康教育：对问题 “过去一年，您在现居住村／居是否接受过以下方面的教育健康？”的回答，对选项中
职业病防治、性病／艾滋病防治、生殖健康与避孕、结核病防治、控制吸烟、心理健康、慢性病防治、妇幼保健／
优生优育和突发公共事件自救共９种健康教育类型进行加总整理得到；参加医疗保险：本文认为，问卷中医疗保
险种类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在

医疗保障待遇方面存在递进关系，具体赋值是：未参加任何保险 ＝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２，城乡居民合作
医疗保险＝３，城市居民医疗保险＝４，城市职工医疗保险＝５，公费医疗＝６。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整理得到。

（三）相对贫困强度现状

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每一指标的相对贫困强度如图１所示，每一维度及

多维相对贫困强度如表２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从指标还是维度上看，农民工皆存

在相对贫困。从各指标上看，相对贫困强度最高的是签订劳动合同，为２１７８，表明农

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水平相较于城市居民较低，可能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和收

入稳定性，从而降低其在城市中的安全感。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健康档案方面相对贫困强度为１６５９，说明

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健康问题缺乏关注，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较大，导致

建立健康档案的难度较大。社区可以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发挥流动人口专职协管

员的作用，加强与当地农民工的联系，为农民工建立健康档案，加强健康教育。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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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相对贫困强度均大于１，表明农民工在其他指标上与城市居民也存在差距。

从各维度上看，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维度的相对贫困强度分别为 １４０２和

１６２２，表明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用工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没有充分获得城市所提供的

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教育维度相对贫困强度为 １３４６，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在受教

育水平上比城市居民低。原因在于，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过往农村地区

缺乏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在教育维度存在相对贫困。支出维

度相对贫困为１０８４，表明农民工在消费上比城市居民低。可能的原因是，获取更

高经济收入以改善家庭经济现状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因此农民工可能会

选择 “节衣缩食”的方式在城市中生活，以实现财富的积累，从而导致在支出维度

存在相对贫困。

通过对每一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强度为１２３７。这表明如果

以农民工务工地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由于户籍限制、人力资本低、社会网络不健全

等原因，导致农民工就业层次较低、公共服务获取能力较差，从而呈现多维相对贫困

的状况。

图１　农民工各指标相对贫困强度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表２　农民工各维度相对贫困强度

维度 教育 健康医疗 社会保障 支出 总体

相对贫困强度 １３４６ １４０２ １６２２ １０８４ １２３７

样本量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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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首先，为了探究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

意愿的影响，设置如下模型：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δ０＋δ１ｐｗｍｉ＋Ｘμ＋εｍｉ （２）

式 （２）中，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表示城市ｍ农民工 ｉ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取值为１表示

具有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取值为０表示不具有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核心解释变量 ｐｗｍｉ
表示以城市ｍ为参照系下农民工ｉ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Ｘ表示控制变量集合，δ０、δ１
为待估参数，μ为控制变量待估参数集合，εｍｉ表示随机扰动项。

迁移至城市的农民工并非同质，而是在个体和群体特征方面均存在差异。首先，

探究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是否因收入、跨省流动和流入时

间等个体特征而不同，设置如下模型：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β０＋β１Ｔｙｐｅ
ｓ
ｍｉ＋β２ｐｗｍｉ＋β３Ｔｙｐｅ

ｓ
ｍｉ×ｐｗｍｉ＋Ｘ＋εｍｉ （３）

式 （３）中，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表示城市ｍ农民工 ｉ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核心解释变量

ｐｗｍｉ表示以城市ｍ为参照系下农民工ｉ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Ｔｙｐｅ
ｓ
ｍｉ表示城市ｍ农民工ｉ

类型ｓ虚拟变量 （具体分为收入、是否跨省流动、流动时间三种）。Ｘ表示控制变量集

合，β０、β１、β２、β３为待估参数，φ表示控制变量待估参数集合，εｍｉ表示随机扰动项。

其次，探究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是否因就业身份、是

否是新一代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迁移目的等群体特征而不同，设置如下模型：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ｉ＝λ０＋λ１ｐｗ
ｓ
ｍｉ＋Ｘτ＋εｍｉ （４）

式 （４）中，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ｉ表示城市ｍ农民工ｉ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ｓ为不同类型农

民工群体，按就业身份 （受雇、自雇）、是否是新一代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

迁移目的 （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非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分为八

类。ｐｗｓｍｉ表示以城市ｍ为参照系下农民工 ｉ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Ｘ表示控制变量集

合，λ０、λ１为待估参数，τ为控制变量待估参数集合，εｍｉ表示随机扰动项。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其城市永久迁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民工对自身城市人

身份和城市地域的认同越强，意味着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以及对所在城

市的体验感越好，其城市迁移意愿可能也越高，而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强度的提高

可能会使其对城市产生排斥心理，造成城市认同下降，从而抑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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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与地域认同二者也可能会相互影响，即农民工对自身城市人身份认同的下降

可能会抑制其地域认同，地域认同程度下降也可能会抑制其身份认同。本文采用逐步

回归法揭示城市认同在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机制，

具体模型如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ｓｔａｔｕｓｍｉ ＝α１＋α２ｐｗｍｉ＋α３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ｉ ＋Ｘξ＋εｍｉ （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ｒｅｇｉｏｎｍｉ ＝η１＋η２ｐｗｍｉ＋η３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ｍｉ ＋Ｘθ＋εｍｉ （６）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γ１＋γ２ｐｗｍｉ＋γ３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ｍｉ ＋γ４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ｉ ＋Ｘψ＋εｍｉ （７）

式 （５） ～（７）中，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表示城市ｍ农民工 ｉ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ｐｗｍｉ表

示以城市ｍ为参照系下农民工ｉ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ｓｔａｔｕｓｍｉ 表示以城市 ｍ为参照

系下农民工ｉ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ｒｅｇｉｏｎｍｉ 表示以城市 ｍ为参照系下农民工 ｉ对所

在城市的地域认同，Ｘ表示控制变量集合，εｍｉ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根据问题 “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

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移至本地？”设置虚拟变量：若愿意将户口迁移至本地，赋

值为１；若不愿将户口迁移至本地或没想好是否迁移，赋值为０。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以

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强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个体多

维相对贫困强度，二是农民工个体每一维度的相对贫困强度。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参照已有研究，将年龄、

性别、收入、流动时间、就业身份、是否办理居住证、共同居住人数等个人和家庭特

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验证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是否

随年龄的增长呈倒Ｕ形趋势，在模型中还加入了年龄的平方。个人的性别、收入和流

动时间会导致农民工心理、迁移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不同

就业身份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及市民化意愿存在差异性影响 （孙迪等，２０２０）。

居住证是外来人口 “利益扩展”的新的载体性工具，可以增加外来人口的利益 （钱雪

亚等，２０２１）。当流动人口获得的利益增加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会增强。共同居住

的家庭成员越多，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作用越强，较个人独自流动对家乡的牵绊

和流动压力更小，因此可能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城市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既有研究表明，城市的产业

结构、房价、教育、工资水平与医疗服务水平等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与迁移具有显著

影响 （刘金凤、魏后凯，２０１９；张开志等，２０２０）。因此，本文将流入地城市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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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房价、教育服务水平、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医

疗服务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农民工对问题 “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地方”的回答，分别作为其对城市人身份认同和所在城市地域认同的代理变量，并将

二者一并归为城市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其中，若回答 “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赋值为

１；若回答 “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赋值为０。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２０１７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数据。为了测度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本文使用针

对江苏省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重

庆市九龙坡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所开展的传染病

流行因素专题调查数据，即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Ｄ卷。其中，Ｃ卷调查对象

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 （县、市）户口的１５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Ｄ

卷调查对象为具有调查区 （县、市）户口、调查时点在调查区 （县、市）居住生活工

作、年龄１５周岁及以上的当地居民。各区 （县、市）级宏观数据从各地统计年鉴与统

计公报得到，房价数据由安居客房屋交易平台数据库获得。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具有自

主向城市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因此仅保留本次流动原因为务工、

经商、家属随迁、投靠亲友、异地养老的样本，同时将户籍所在地在农村地区的流动

人口视为农民工群体①。剔除因无法获得宏观数据而损失的样本②，各变量的说明及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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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既有研究多是将户籍性质为农业、从事非农工作的流动人口定义为农民工群体。事实上，早

在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２５号）就
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

登记为居民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同时，经验表明，居住在县城、乡镇

的部分居民户籍人口，其人力资本状况、工作条件、住房条件以及社会形态与农村居民并无

过大差别。因此本文认为其作为流动人口也是事实上的农民工。故本文定义农民工群体时并

不局限于户籍性质，而是以户籍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为依据，定义其事实上的农民工身份。因

此本文将户籍所在地在农村和乡镇的流动人口视为农民工群体。

将部分宏观数据获取不完整的区 （县、市）剔除后，最终保留青岛市 （城阳区、黄岛区、

胶州市、莱西市、崂山区、李沧区、平度市、市北区、市南区）、苏州市 （常熟市、昆山

市、太仓市、吴江区、张家港市）、长沙市 （芙蓉区、开福区、浏阳市、天心区、望城区、

雨花区、岳麓区、长沙县）以及郑州市 （新密市、新郑市、荥阳市、中牟县）共２６个区
（县、市）的观测。



表３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愿意将户口迁移至本地 ＝１，不愿将户口迁移至本地或没想
好＝０

４２６１ ０３４６ ０４７６

多维相对贫困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４２６１ １２３７ ０３１０

教育相对贫困 教育维度相对贫困指数 ４２６１ １３４６ ０３９６

健康医疗相对贫困 健康医疗维度相对贫困指数 ４２６１ １４０２ ０４３６

社会保障相对贫困 社会保障维度相对贫困指数 ４２６１ １６２２ ０５５４

支出相对贫困 支出维度相对贫困指数 ４２６１ １０８４ ０７０３

年龄 年龄（岁） ４２６１ ３５３１７ ９２８８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 ４２６１ １３３３５１７７０００８１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４２６１ ０５５５ ０４９７

收入 人均月收入对数 ４２６１ ８０４１ ０５６０

流动时间 ２０１７年至本次流动持续年份 ４２６１ ４６４６ ４５４３

就业身份 有固定雇主的雇员和无固定雇主的雇员＝１，雇主和自营劳动者＝０ ４２６１ ０５５９ ０４９７

居住证 已经办理居住证＝１，没有办理居住证＝０ ４２６１ ０７２８ ０４４５

共同居住人数 本地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数（人） ４２６１ ２４８５ １１２３

城市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４２６１ １８４５ １８１２

城市房价 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千元） ４２６１ １１９４０ ５７３５

城市教育服务水平 每千名中小学生拥有教师数对数 ４２６１ ２６７０ ０２０４

城市工资水平 城市工资水平对数 ４２６１ １８１４ ０４２１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４２６１ １５５９７ ０６１８

城市人均ＧＤＰ 城市人均ＧＤＰ对数 ４２６１ １１８４３ ０３６７

城市医疗服务水平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对数 ４２６１ ２３２３ ０４９８

身份认同 基本同意、完全同意＝１，不同意、完全不同意＝０ ４２６１ ０６８７ ０４６４

地域认同 基本同意、完全同意＝１，不同意、完全不同意＝０ ４２６１ ０９８１ ０１３６

跨省流动 跨省流动＝１，省内跨市、市内跨县＝０ ４２６１ ０３０５ ０４６０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六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元离散变量，故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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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第 （１）列是核心解释变量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强度

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

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强度越强，其向城市

永久迁移的意愿越低。

第 （２）列是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每一维度的相对贫困强度对其城市

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从结果上看，教育维度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具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农民工在教育维度存在相对贫困意味着其受教育年限相较于城市

居民较低，而受教育年限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农民工大多

在城市从事需付出较大的体力劳动的职业。城市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农民工

对城市劳动力市场难以适应 （孙亚南，２０２０）。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

作相较于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农民工劳动强度较小，身体消耗较小，在相同的劳动时间

与劳动强度下，获得的收入可能更高，因此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

制作用较小。

健康医疗维度相对贫困对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原因

可能是农民工个人健康水平决定其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的收入能力与质量。当健康状况

较差，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预期收益降低，故迁移意愿较低，相反健康状况较好的农

民工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因此迁移意愿更强。到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意味着农民工在

城市就医的成本，距离越远花费的时间成本、交通费用和照料成本更高，导致其对城

市产生一定的抗拒，从而影响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社会保障维度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表明虽然

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可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其非正规就业所获得收入可能更

高，而农民工获得更高工资收入是其进入城市的主要因素，因此对是否签订合同并不

特别关注。此外，随着公共服务进一步均等化，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部分地区已

经实行了异地报销政策，因此社会保障可能并不是抑制农民工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最主

要因素。

支出维度的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不存在抑制作用，原因与其支出水

平较低导致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与支出的关联性并不强有关。支出水平低可能与以下

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工作稳定性较差且难以获得健全的社会保障使得农民

工的收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家庭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为了增强风险承担能

力，其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其次，目前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农

民工，其经济收入并非一定低于城市居民，但是出于家庭因素其在城市中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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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衣缩食”的生活方式，因此其在支出维度的相对贫困更可能是选择性贫困，故对

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向城市永久迁移的前提是具备足够的经

济基础，农民工若想向城市永久迁移，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这可能会使其降低消

费增加储蓄。

在个人及家庭特征方面，收入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存在正向影响，表明随

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农民工的迁移资本和城市生存能力上升，从而带来了较高的城市

永久迁移意愿。相对于自雇群体，受雇农民工有着更加稳定的工作保障和收入，因此

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更高。居住证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存在促进作用，原因在

于拥有居住证使得农民工有权利获得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较好地保障农民

工在城市的合法权益，从而会促进其永久迁移。农民工在城市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越

多，相互之间的支持力度与融入城市的意愿越高，因此共同居住人数对农民工城市永

久迁移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年龄平方、性别、流动时间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具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既

有研究表明，年龄与迁移意愿存在倒Ｕ形关系 （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超过一定年龄

的农民工对家乡的依恋程度提高，加之自身低人力资本的限制，可能更倾向于返乡定

居。从当前中国农村家庭分工来看，男性大多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承

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所以男性在城市流动的目的更可能是获得更高的收入，改善家庭

经济状况，向城市永久迁移不一定是其主要目的，因此永久迁移的意愿并不强烈。流

动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对城市落户门槛难度的感知越明显，在清楚认识到永久迁移难

度后，会减弱甚至失去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在城市特征方面，城市产业结构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具有促进作用，这表

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引致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扩张，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具有积

极影响，从而促进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医疗服务水平和城

市房价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医疗服

务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城市的住房价格，更好的公共服务与预期财富的上升提升了农民

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城市教育服务水平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户

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高、入学难、异地中

考高考准入标准高等问题 （杜，２０２０；卢伟，２０２０），因此农民工在城市中并未获得

教育服务，故城市教育服务水平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城

市工资水平和城市人均ＧＤＰ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具有抑制作用。较高的城市工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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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城市人均ＧＤＰ意味着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受自身技能较低、社会融入较

难等因素制约，农民工的收入与公共服务获取能力较低，即使部分行业绝对收入较高，

但其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 （冷晨昕等，２０２１），因此抑制了农民工的城市永久

迁移意愿。

表４　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多维相对贫困
－０４５５

（０１３３）
—

教育相对贫困 —
－０６１０

（０１１０）

健康医疗相对贫困 —
－０１９６

（００８５）

社会保障相对贫困 —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５）

支出相对贫困 —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７）

年龄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性别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０）

收入
０２１２

（００８１）
０２９０

（００８５）

流动时间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就业身份
０３５０

（００８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７８）

居住证
０４９０

（００９４）
０４８２

（００９５）

共同居住人数
０２８４

（００４２）
０２６３

（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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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城市产业结构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９）

城市房价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城市教育服务水平
００７９
（０２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２４９）

城市工资水平
－０９００

（０１５３）
－１１１８

（０１６１）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０４５６

（０１０４）
０４５０

（０１０４）

城市人均ＧＤＰ
－０５８５

（０１１２）
－０６２２

（０１１４）

城市医疗服务水平
０２７１

（０１３９）
０３０３

（０１３９）

常数项
－３８２７

（２１２６）
－２９８２
（２１５３）

观测值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伪Ｒ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４

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 ５３９１００ ５７４０２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

抑制作用是否具有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样本和变换多维相对贫困

测度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四种方式。第一，将被解释变量是否

愿意将户口迁移至本地更换为是否打算留在本地和预计在本地留居的时间。农民工的

城市留居意愿为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提供可能性，同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资源

涌入农村后，留居而非永久迁移可能是更多农民工的选择。第二，将 “是否愿意将户

口迁移至本地”的回答是 “没想好”的样本删除。删除不确定性回答，可以更准确地

衡量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第三，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中各维度及维度内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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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权重变换为各指标等权重。第四，将多维相对贫困中相对贫困参照值由城市居民

中位数更换为城市居民均值。通过变换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的方法，考察在不同指标权

重和相对贫困参照值下，模型结果是否依然稳健。

表５为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第 （１）列和第 （２）列结果表明，将被解释变量

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分别换成是否打算留在本地和预计在本地留居的时间后，多维相对

贫困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留居时间皆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无论是农民工的

留城意愿、预计在城市的居留时间抑或是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多维相对贫困均是抑制

因素。第 （３）列结果表明，删除 “没想好”样本后，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

迁移意愿具有抑制作用。第 （４）列是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过程中将各维度及维度内各

指标等权重变换为各指标等权重，第 （５）列是将城市居民各指标均值作为多维相对贫

困参照值，结果显示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这表明无论是对各指标分别赋予不同权重，还是采用不同的参照值，多维相对贫困测

度结果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是稳健的。综上所述，以城市居民作为

参照系下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是稳健的。

表５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留在本地）

（２）
（留居时间）

（３）
（剔除“没想好”）

（４）
（指标等权重）

（５）
（城市居民均值）

多维相对贫困
－０５０１

（０１４９）
－０６６４

（０１０２）
－０４８４

（０１５２）
－０３７０

（０１０６）
－０４８０

（０１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９６８５

（２８００）
－２５２２

（１５９７）
－１２５２
（２３９０）

－４４０７

（２１０１）
－３８５１

（２１２５）

观测值 ４２６１ ２７２３ ３１０２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伪Ｒ２／Ｒ２ ００９４ ０２０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Ｆ统计量 ３７４２４０ ４３７３０ ５２４３２０ ５３９５３０ ５４０６５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三）个体异质性

农民工并非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是否跨省流动、收入和流动时间不同的农

民工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反应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以上三个因素与多维相对

贫困指数的交叉项放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中，考察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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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个体异质性影响。

表６中第 （１）列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跨省流动与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多维相对贫困对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

用更强。首先，相对于在省内流动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而言，跨省流动意味着社会

网络、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与家乡相比变化较大，农民工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需要

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更高的经济成本，由此导致其对当前所在城市不适应而没有归属

感，从而缺乏永久迁移意愿。其次，农民工在省内流动意味着依然能够享受部分全省

统筹的公共服务，跨省流动则需要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和额外成本获取当地的公共服

务资源，当存在多维相对贫困时，其向所在城市永久迁移的动力可能进一步削弱。

表６中第 （２）列估计结果表明，收入与多维相对贫困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因收入更高而抑制作用更强。原因在

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获取更高收入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工作的主要动因，其向

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并不强烈；其次，收入更高可能对医疗健康、社会保险等方面

更加关注，当在这些方面存在相对贫困时则会影响其城市迁移意愿。

表６中第 （３）列估计结果表明，流动时间与多维相对贫困的交叉项系数显著

为正，表明随着农民工流入城市时间的增加，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的抑制作用下降。流动时间长的农民工在城市拥有较好的社会网络，收入的获取能

力与外部支持也相对较好，应对多维相对贫困的能力越强，因此多维相对贫困对其

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较小。

表６　个体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多维相对贫困
－０３４８

（０１３６）
４２６４

（１５３８）
－０６４６

（０１７５）

多维相对贫困×跨省流动
－０２４０

（００７０）
— —

多维相对贫困×收入 —
－０５９６

（０１９４）
—

多位相对贫困×流动时间 — —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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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常数项
－３５５６

（２１２９）
－９５７１

（２８２８）
－３６８８

（２１２９）

观测值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Ｒ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 ５５０９９０ ５４８７９０ ５４１９６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四）群体异质性

表７为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对受雇与自雇、有无劳动合

同四类农民工群体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第 （１）列和第 （２）列估计结

果显示，从就业身份看，多维相对贫困对受雇群体与自雇群体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均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自雇群体的抑制作用更强。相较于受雇农民工，部分自雇就

业的农民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其通常无法获得雇佣而被迫自雇，导致收入

水平较低 （王晓峰、张幸福，２０１９）。即使对于大多数收入水平较高的自雇群体，由于

没有稳定的雇佣单位，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其社会保障缺失，其也容易形成 “过

客”心理，缺乏对城市的身份认同 （祝仲坤、冷晨昕，２０２０），从而多维相对贫困对其

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此外，自雇农民工从事的经营规模较小，城市的

发展会进一步规范其经营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压缩其生存空间，因此其城市

永久迁移意愿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反应更强。

第 （３）列和第 （４）列估计结果显示，多维相对贫困会显著抑制有劳动合同农民

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对无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有促进作用但不显

著。这一结果与既有研究和经验并不相符，其中间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出现这一结

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 “收入最大化”，签订劳动合同反

而会限制其为追求更高收入而 “跳槽”（刘磊等，２０１４）。此外，本文根据问卷 “这周

工作时间为多少小时”定义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对高劳动强度 （每周劳动时间超过４４

小时）和低劳动强度 （每周劳动时间低于４４小时）两类农民工按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进行

ｔ检验发现，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劳动强度显著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而工作

时间的增加会导致劳动者身心健康水平的下降 （王广慧、苏彦昭，２０２１）。因此当存在多

维相对贫困时，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可能受到保障缺失和劳动强度大导致健康受损的双重

压力，从而导致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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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群体异质性１

变量
（１）

（受雇群体）

（２）
（自雇群体）

（３）
（有劳动合同）

（４）
（无劳动合同）

多维相对贫困
－０３８５

（０１６０）
－０６１６

（０２５３）
－０５３１

（０２４５）
０３１０
（０３５４）

边际效应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４８９３
（２８７４）

－０８２９
（３２４１）

－６４０５

（３４４７）
－０８５９
（５８７４）

观测值 ２３８０ １８８１ １６７０ ６５２

伪Ｒ２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５

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 ２８１９４０ ２８３２００ ２１３６２０ ７８７５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表８为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对不同代际和是否追求子女

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四类农民工群体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表８中第 （１）

列和第 （２）列估计结果显示，多维相对贫困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不显著。新一代农民

工基于对自身适当的评价及对城市和乡村客观的认识，对城市生活的便利、医疗、教

育等更好公共服务产生需求，且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整体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工

作环境和体力更好，更高的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预期收入，因此使得

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较小。相反，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一

方面随着自身年龄的偏大，其从事体力劳动获得收入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多维相对贫

困强度的提高可能导致其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从而抑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另一方

面，年龄的增长以及城市生活的困难可能使其更加陷入 “情感孤独” （周建华、孙艳

飞，２０２０），产生更强的乡土观念，多维相对贫困的存在会加重其返乡意愿。

表８中第 （３）列和第 （４）列估计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对为子女有更好的教

育机会而留在当前城市的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随迁子女能否在

当前城市获得良好的教育已成为农民工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的主要原因。由于教

育经费投入机制和户籍制度的制约，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公平获得、异地升学问题仍

无法解决 （卢伟，２０２０）。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之间的教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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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逐渐缩小，留守子女的教育获得可能会高于随迁子女 （贾婧、柯睿，２０２１）。因此，

进城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在教育服务获得上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可能会放大多维

相对贫困对其向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

表８　群体异质性２

变量
（１）

（老一代）

（２）
（新一代）

（３）
（非为了子女有更好的

教育机会）

（４）
（为了子女有更好的

教育机会）

多维相对贫困
－０５１４

（０１５３）
－０２０４
（０２８１）

－０２７１

（０１４９）
－１１８５

（０３０４）

边际效应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８）
－０２５３

（００６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２４８
（２４７６）

－０３３５
（７５４７）

－４７６２

（２５１６）
９９３４

（４８７７）

观测值 ３３６０ ９０１ ３３３２ ９２９

伪Ｒ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１

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 ４３８１３０ １２３７００ ３８４６３０ １４２０７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五）作用机制

既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对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具有促进作用

（李飞、钟涨宝，２０１７），但较少关注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地域认同对其城市永久迁移

意愿的影响，以及身份认同与地域认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也未探究城市认

同在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抑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回归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　多维相对贫困对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作用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迁移意愿 身份认同 地域认同 迁移意愿

多维相对贫困
－０４５５

（０１３３）
－０８１４

（０１２６）
１１６５

（０４４７）
－０３６８

（０１３５）

地域认同 —
１４３２

（０２４６）
—

０６１１

（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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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迁移意愿 身份认同 地域认同 迁移意愿

身份认同 — —
１４５０

（０２５１）
０６７８

（００８１）

常数项
－３８２７

（２１２６）
０９３９
（２１７２）

４７５５
（８０７５）

－４８２３

（２１５３）

观测值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４２６１

伪Ｒ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３

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 ５３９１００ ２８９０２０ ９６８７０ ６１９８０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ＣＭＤＳ数据和区 （县、市）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第 （１）列估计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有显著抑制作

用。第 （２）列估计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人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抑制

作用，这表明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使得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居民

在市民权利方面存在差异，降低了自身的幸福感和融入城市的信心，从而难以认同自

己是城市人。第 （３）列估计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的城市地域认同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农民工向城市流动主要是为了获取相较于原村庄该城市提供的更高的

工资和更好的公共服务，虽然其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多维相对贫困，但可能并不会影

响其对城市及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认同。

第 （４）列为在第 （１）列的基础上加入城市认同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

困依然抑制农民工的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但城市人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均会显著促进

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结合第 （２）、（３）列估计结果，这表明多维相对贫困主要通过

抑制农民工的城市人身份认同进而抑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农民工对城市的地域认

同未发挥中介作用。但从第 （１）列与第 （４）列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

意愿的系数对比可以看出，地域认同虽没有在多维相对贫困抑制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

意愿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但其与身份认同的共同作用能够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抑

制作用，提高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能够提升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从第 （２）

列与第 （３）列可以看出，身份认同与地域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

面，当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提高时，意味着其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更强以及人际

关系更加稳固，因此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渠道增多，在城市中的压力减小，对城市的

排斥感降低，从而对所在城市产生认同。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向城市后，由于城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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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优于农村，其对城市环境及便利的服务更加向往，因而对城市空间产生认同，随着

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进一步积累，预期自己能够长期稳定拥有城市所提供的服

务，进而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

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区 （县、市）数据，以城市居

民为参照系测度了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并探讨其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强度较

高，主要由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两个维度相对贫困较高导致；第二，多维相对贫困对农

民工城市永久迁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分维度研究发现，教育和健康医疗维度

相对贫困显著抑制了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社会保障和支出维度相对贫困的抑制作

用不显著；第四，相较于省内流动、低收入和长期流动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对跨省

流动、较高收入、短期流动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第五，相较于无

劳动合同、受雇、新一代和不为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而留城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

会显著抑制有劳动合同、自雇、老一代和为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目的而留城农民工的

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第六，农民工对其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会提高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但多维相对贫困会通过抑制农民工对其城市人的身份认同而抑制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提高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能够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对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的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缓解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系下多维相对贫困对农

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阻碍，促进农民工有序有效地向城市永久迁移，应该做好以

下几点。第一，化解农民工城市生活 “痛点”，确保农民工在教育、健康医疗和社会保

障方面充分享有市民权利，多举措畅通农民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的渠道；完善企

业用工制度，充分保障农民工在就业中的合法权益，切实缓解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

的多维相对贫困，提高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第二，农民工城市落户可遵循一定的优

先序，短期内对符合落户条件的省内流动、流动时间长、新一代农民工，可根据城市

综合承载力和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其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率先引导其进城落

户，实现市民化。对收入具有较高水平但目前不愿迁移的农民工，应着力打通 “堵

点”，制定针对性政策，帮助其实现进城落户。对于跨省流动、流入时间短、子女面临

就学问题、缺乏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及老一代农民工，应首先解决其在城市收入、生

活资源、公共服务等获取问题，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强度，同时也应以提升其自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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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获取能力为重点，防止财政负担过重。第三，培育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情感，以城

市认同为纽带，扫清其城市永久迁移的情感障碍。保障其市民权利，加强社区互动，

给予更多人文关怀，促进其社会融入，进而提升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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